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25, 13(6), 961-967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6135   

文章引用: 刘楚怡. 论《从文自传》《湘行散记》中湘西形象的变迁与沈从文的文化心理[J]. 世界文学研究, 2025, 13(6): 
961-967. DOI: 10.12677/wls.2025.136135 

 
 

论《从文自传》《湘行散记》中湘西形象的 
变迁与沈从文的文化心理 
刘楚怡 

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 赣州 
 
收稿日期：2025年9月15日；录用日期：2025年12月10日；发布日期：2025年12月18日 

 
 

 
摘  要 

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曾被革命文学话语体系与政治叙事的评判权所“边缘化”的重要作家，

其笔下的湘西形象建构与其不同时期的文化心理状态密切相关。在“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循环历程

中，沈从文的文化焦虑与文化启蒙心态得以具象化呈现。本文以《从文自传》与《湘行散记》为研究对

象，通过文本细读与比较分析，探讨两部作品中湘西形象的变迁轨迹，进而揭示沈从文在不同创作阶段

的文化心理演变。研究表明，《从文自传》是沈从文对自我身份的追寻与建构，以“乡下人”的文化立

场回应现代城市文明的冲击；《湘行散记》则记录了他作为知识分子还乡后的审视姿态与文化启蒙意识。

通过剖析沈从文文化心理的演变机制及其深层成因，本文旨在进一步理解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转型期的

价值选择与民族认同困境，为沈从文研究提供新的阐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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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writer who was “marginalized” by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ry discourse system and 
political narrativ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hen Congwen's image construction 
of Xiangxi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cultural psychological state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cyclical 
process of “leaving-returning-aving again”, Shen Congwen’s cultural anxiety and cultural enlighten-
ment mentality are concretely presented. This article takes Congwen’s Autobiography and Random 
Sketches on a Trip to Hunan as research objects, explores the changes of Xiangxi images in the two works 
through close reading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then reveals the evolution of Shen Congwen’s 
cultural identity in different creative stages. The study shows that Congwen’s Autobiography is Shen 
Congwen’s search for and construction of self-identity, responding to the impact of modern civiliza-
tion with the cultural position of “countryside people”; Random Sketches on a Trip to Hunan records 
his posture of examination and cultural enlightenment consciousness after returning to his hometown 
as a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deep-seated causes of Shen Congwen’s 
cultural psychology, this article aim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value choi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dilemma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in the period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o provide a new per-
spective for Shen Congwen’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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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湘西世界作为沈从文文学宇宙的核心意象，不仅承载着其个人情感与记忆，更成为文化认同与价值

重构的象征空间。作为一位具有多重文化身份认同的作家，沈从文对自我归属的思考与其所处的文化碰

撞时代密不可分。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城市文明的兴起、苗汉文化的交融碰撞，形成了

复杂多元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其文学创作中表现为湘西与城市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以及传统与现代的

价值冲突。本文以《从文自传》与《湘行散记》为研究文本，从湘西形象的历史变迁切入，探讨沈从文文

化心理的动态演变过程及其对湘西世界的复杂情感，进而揭示其精神归属与文化焦虑的双重性，以及在

现代性冲击下的文化选择。 
自 1980 年代“沈从文热”以来，学界对其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多数研究立足于城乡对立或文化身

份视角：凌宇在《从苗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中强调其跨文化身份的特殊性，指出沈从文处

于“苗文化、汉文化、西方文化三重撞击的交叉点上”；赵园在《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中系统梳

理了湘西形象的多重面向，将其概括为“展示健全生命形态的湘西”、“体现文化批判的湘西”和“包容

重造民族愿望的湘西”三种类型；刘洪涛在《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中则从地域文化视角阐释湘西

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化心理特征；美国学者金介甫在《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提出，沈从文

将湘西逐渐乌托邦化，以审美抵抗回应现代性冲击。这些研究为理解沈从文提供了多元视角，但在湘西

形象变迁与文化心理的动态关联方面仍有深入空间。本文旨在从这一角度出发，探究沈从文在不同创作

阶段如何重构湘西形象，并借此表达其文化认同与焦虑心理，从而为沈从文研究提供新的阐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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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文自传》：自我身份的探寻与建构 

李泽厚认为“所谓‘文化心理结构’，归根究底，本就是指在文化传统长期塑造下的人们心理中情

理结构的特定状态，它主要表现为自然情欲和社会理性的不同比例、配置和关系的组合”[1]。沈从文汉

苗交融的血统及其对苗族的深切认同，铸就了他深刻的文化心理与情结。这种根植于湘西的文化基因，

在他进入城市后，便化为一个稳固的价值参照系，深刻影响了他的行为处事与文学创作。作为自居的“乡

下人”，他始终与城市文明保持着疏离，不屑于学习其矫饰与投机，毕生保有那份未经琢饰的拙朴与本

真。在创作上，这一独特的文化心理则决定了他观察生活、选取题材与开掘主题的视角，促成了其决绝

的审美取向、独特的价值观，并最终塑造了别具一格的文学风格。 
《从文自传》创作于 1931 年，是沈从文离开湘西十余年后对自我成长历程的回顾与反思。这一时期，

沈从文已在都市文坛确立地位，但其文化身份认同仍处于矛盾与焦虑之中。作品既是对个人历史的追溯，

也是对自我价值的重塑。彼时他已初步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却面临城市文化的强烈冲击，苗、汉及西方

文化的多重碰撞使其笔下的湘西形象兼具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的双重特性。 
法国学者菲利普·勒热纳在《自传契约》中指出：“当某个人主要强调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

性历史时，我们把这个人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称作自传。”同时他也强调：“如果我们更近距离

地现象学地观察这个现在时，就会或多或少地明白，自传作者要讲述生活的真实这一承诺几乎是无法实

现的，以至于人们经常小心翼翼地声明：这是在我看来的真实，我的真实。”[2]这意味着自传并非绝对

客观的历史记录，而是作者“内心的真实”的呈现。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同样如此，它不仅是个人历史

的记录，更是其价值观与文化理想的投射。在这一阶段，湘西成为沈从文抵御城市自卑感的文化符号，

其形象被赋予野性、纯朴与生命力的美学特质。 

2.1. 湘西形象的建构 

历史上的湘西地区战乱频发、民族关系复杂，素有“蛮夷之地”之称。沈从文却以深情的笔触描绘

其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构建出一个既真实又想象的湘西世界。他笔下的湘西既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

也是精神层面的乌托邦。这种双重性在《边城》等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碾坊”与“渡船”、“车

路”与“马路”的意象对立，隐喻了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汉文化与苗文化之间的价值冲突与选择困

境([3]: p. 4)。面对城市文化的冲击，沈从文通过重构湘西的野性美与人性淳朴，纾解自身的文化焦虑，建

立文化自信。 
自然环境的野性是其湘西书写的重要主题。沈从文多次提及水对其创作与人格的塑造意义：“在我

一个自传里，我曾提到过水给我的种种印象。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

大的帮助，全亏是水我对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3]: p. 29) 
童年逃学、亲近自然的经历成为其创作的不竭源泉。他生动地回忆道：“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

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毫无兴味可言了。”([3]: p. 26)他逃学去观察市井生活：

“看人们绞绳子、做香，下棋，甚至看人吵架”，这些鲜活的生活体验赋予其作品独特的生命力与感染

力。在被罚跪时，他的思绪飞向自然：“按照天气寒暖，想到河中的鳜鱼被钓起离水以后泼剌的情形，想

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山中歌呼的黄鹂，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3]: p. 33)这些充满童真与

野性的记忆，成为其湘西书写的情感基础。 
人文风貌的淳朴则是另一重要维度。沈从文以质朴无华的语言描绘湘西市井生活：针铺门前低头磨

针的老人、伞铺里共同制伞的学徒、染坊中粗壮苗人踩石磨的雄姿、肉案上跳动的新鲜猪肉等，这些形

象凝聚了其对纯真人性的赞美与向往。这种书写既是对故乡的深情怀念，也是对城市文明虚伪性的间接

批判。正如其所言：“兵卒纯善如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法。商人各负担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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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村庄中走去，与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3]: p. 4)湘西成为其道德理想

与审美理想的载体。然而，这种建构并非完全写实，而是经过审美化处理的符号生产。如金介甫所言：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湘西是一个想象的王国，正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那样。”[4]沈从文通过

选择性记忆与情感投射，将湘西塑造为抵抗城市异化的精神家园。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

“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也着上了其理想主义的色彩。于是，“从乡村到都

市，沈从文的人生经历及创作历程，勾画出一个‘乡下人’从自卑走向拥有道德与人格价值优势的心理

轨迹”[5]。 

2.2. 出走的“乡下人” 

“乡下人”是沈从文自我认同的核心标签，在《从文自传》中这一身份表述出现了 21 次之多。这一

身份最初指代苗人，如在《我读一本小书的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中写道：“我四岁左右，到那里第一天，

就看见乡下人抬了一只死虎进城，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3]: p. 4) 
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其文化立场与叙事策略的象征。面对城市文化的冲击，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

强调淳朴、真诚的道德优势，对抗城市的虚伪道德。 
在早期散文《遥夜》中，他生动记述了作为“乡下人”的自卑体验：与城市女性同车时，“我内心生

出难堪的自惭，与毫不相恕的自谴”，“自觉到一身渺小正如一只猫儿，初置身于一陌生锦绣辉煌的室

中，几欲惶惧大号”[6]。 
这种敏感与焦虑溢于笔端，成为其创作的心理动力。这种心理驱使他在文字中不断重返湘西，通过

重构故乡获得精神慰藉与文化自信。 
然而，“乡下人”身份并非单一指称，而是多重文化意义的交织。凌宇指出，沈从文笔下的“乡下

人”具有多重内涵：从道德形态与人格气质角度看是“自然人”，从人的理性精神的状态看是“蒙昧人”，

而从其主体精神同已经变化了的生存处境的关系看又是“陌生人”([7]: p. 115)。这一概念承载了道德理

想、文化批判与身份焦虑的多重内涵。凌宇进一步认为，沈从文借“乡下人”表达对苗族率真文化的推

崇，以及对汉文化虚伪性的批判：“沈从文对城市进行弗洛依德式的批判，另一方面，又从湘西地方文

化中发现了文化的相对性和‘野蛮人’固有的活力，并为自己家乡的典型人物——那位颇为自异的‘乡

下人’创造一部故事所有被千百年来儒家伦理和官僚独裁所窒息扼杀的中国优秀民间传统，在他家乡的

‘乡下人’身上保留了下来。”([7]: p. 116) 
尽管沈从文试图以“乡下人”身份确立文化归属，但其出走事实与知识分子身份已注定其认同的复

杂性。他既不属于城市，也难以重返原乡，这种矛盾心理成为其创作的内在张力。刘洪涛对此有精辟分

析：“即使是在他大张旗鼓地彰显苗族文化时，他也是矫饰的，他所认同的是传说中的苗人，而非现实

中的苗人。他并没有坚定的对苗族文化的归属感，选择苗族身份，多半是出于叙述策略。”[8]这种身份

选择的策略性，反映了沈从文文化心理的复杂性与现代性困境。 

3. 《湘行散记》：返乡文人的审视与启蒙 

1934 年，沈从文因母亲病重重返湘西，这次故乡之行催生了《湘行散记》的创作。1956 年 12 月，

他再次回乡，继续这一系列的写作。此时的他已从文化焦虑的“乡下人”转变为具有文化自觉的知识分

子，湘西也从情感寄托的对象变为理性审视的客体。这一视角转变带来湘西形象的显著变化：从诗意化

的乌托邦建构转向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复杂图景，体现了其文化心理的成熟与转变。 

3.1. 游子归乡——湘西世界的审视者 

《湘行散记》的叙事视角与《从文自传》截然不同。后者是融入式的童年回忆，以亲历者视角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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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生活；前者则是外部的、审视的观察，以游子身份重访故地。沈从文的笔调变得冷静而深沉，如描

写沅州夜景时写道：“天快黄昏时落了一阵雪子，不久就停了。天气真冷，在寒气中一切皆仿佛结了冰，

便是空气，也像快要冻结的样子。我包定的那一只小船，在天空大把撒着雪子时已泊了岸。从桃源县沿

河而上这已是第五个夜晚。看情形晚上还会有风有雪，故船泊岸边时便从各处挑选好地方。沿岸除了某

一处有片沙岨宜于泊船以外，其余地方皆黛色如屋的大石头。”([9]: p. 60)语言中透露出沧桑与疏离，与

《从文自传》中活泼轻快的笔调形成鲜明对比。 
他不再单纯赞美湘西的淳朴，而是感叹其变化与衰落。在《箱子岩》中，他痛心地写道：“从这些人

推测将来这个地方的命运，我俨然洞烛着这个地方从人的心灵到每一件小事的糜烂与腐蚀。这些青年皆

患有精神上的营养不足，皆成了绵羊，皆怕鬼信神。一句话，皆完了。”([9]: p. 254) 
这种沉痛源于其文化启蒙立场与乡土情感的矛盾。作为受五四精神影响的知识分子，沈从文既同情

湘西的苦难，又批判其蒙昧，体现出双重文化视角下的心理张力。 
湘西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在此成为历史反思的载体。他写水手、妇人、老兵，不仅记录其生活状态，

更追问其命运走向：“看他们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也是眼泪也是笑，离我虽那么远，同时又与

我那么相近。这正同读一篇描写西伯利亚方面的农人生活动人作品一样，使人掩卷引起无言的哀戚。我

如今只用想象去领味这些人生活的表面姿态，却用过去一分经验，接触着了这种人的灵魂。”([9]: p. 71) 
这种叙述超越了个人情感，上升至对民族出路的文化思考，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3.2. 改造国民性的叙述策略 

返乡后的沈从文更注重国民性批判与启蒙意识。在《湘行散记》中，他采用“蒙昧叙事”策略，以知

识分子的视角揭示湘西的落后一面。例如写水手的粗话：“天气早得很，哼，早你的娘！”“就算是早我

的娘吧。”([9]: p. 102) 
这些“无意义”的语言并非为了刻画人物个性，而是展现其未被启蒙的原始状态。刘洪涛将这种叙

事策略称为“‘蒙昧’的态度”，指出“湘西世界充斥的暴力、劫掠、血腥就呈现在叙述人的这一‘蒙

昧’的视野中”[10]。与《从文自传》中理想的“乡下人”相比，《湘行散记》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

复杂，甚至粗野。如《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的粗犷赞美：“这野杂种的景致，简直是画！”“沈

石溪这狗养的，强盗一样好大的手笔！”沈从文明确表示“我自然不能同意这种赞美”([9]: p. 12)。这种

态度转变表明其文化立场从情感认同转向理性审视，从建构理想转向批判现实。 
沈从文的国民性思考体现为对湘西堕落与城市虚伪的双重批判。他痛心于湘西传统价值的消亡：“地

方的好习惯早已消灭了，民族的热情也下降了，所有的女人也慢慢地像大城市里的女人，把爱情移到牛

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已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为无用

的东西了。”同时又以湘西的淳朴反衬城市的腐化，这种二元对立实质是苗汉文化冲突的延伸与升华。

凌宇精辟地指出：“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对立，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都市与乡村的分

野。这里的乡村世界是湘西世界的同义语，而湘西世界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存在，具有鲜明的民族学色彩，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都市与乡村的对立，实质上是汉–苗对立。”[11] 
然而，沈从文并未陷入绝望与悲观，而是寻求“经典重造”的文化出路。他主张以传统文化中的优

秀成分为依托，通过审美与道德的重建唤醒民族活力。凌宇认为：“沈从文所谓的‘经典重造’，并不以

同传统的决裂为代价，而是以传统中的优秀成份为依托。”[12]这一思路使其区别于鲁迅的尖锐批判与废

名的悲观避世，体现出独特的文化改良立场与建设性态度。 

4. 沈从文精神世界的焦虑与超越 

在“离去–归来”的循环中，沈从文始终面临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的焦虑。这种焦虑既源于个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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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也折射出现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通过文本分析，可见其如何在这一矛盾中寻求精神超越，实现

从个人体验到普遍关怀的升华。 

4.1. 作为寻根者的沈从文 

沈从文的“寻根意识”体现为对湘西文化的重新发掘与诠释。在《湘西》中，他明确表示写作目的为

“我的目的只在减少旅行者不必有的忧虑，补充他一些不可免的好奇心，以及给他一点来到湘西为安全

和快乐应当需要的常识，并希望这本小书的读者，在掩卷时，能对这边鄙之地给予少许值得给予的同情，

就算是达到写作目的了”([13]: p. 31)。这一立场显示其文化自觉与社会责任感，超越了单纯的个人怀旧。 
他试图从湘西的本土文化中寻找重建民族道德的资源，强调青年自救而非外力拯救。在谈到湘西的

未来时，他指出：“这责任应当归谁？是不是到明日就有一群结实精悍的青年，心怀雄心与大愿，来担

当这个艰苦伟大的工作？是不是到明日，还不免一切依然如旧？答复这个问题，应在青年本身。”([14]: 
p. 148)这种寻根不是简单的文化怀旧，而是以审美意识统一伦理判断，在文化价值重建中寄托社会理想。

凌宇对此有深入阐释：“即沈从文试图以审美意识统一伦理意识，将伦理判断与审美判断纳入更广泛的

文化价值判断，而在其审美判断及文化价值判断中又寄寓了他对社会历史问题的思考。”([7]: p. 120)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重振湘西的希望仍然是寄托在湘西青年身上的，而不是城市青年身上，在沈

从文眼里湘西需要自救并非外力援助，所以沈从文着眼于寻根而非犀利的批判。 

4.2. 作为知识分子：超越个人的文化心理 

沈从文的文化思考超越个人焦虑，上升至民族与人类层面。与鲁迅、老舍等作家不同，他不仅批判

国民劣根性，更致力于构建“人性小庙”，以美与爱唤醒民族精神。在《边城》《月下小景》《媚金、豹

子与那羊》《神巫之爱》等作品中，湘西成为审美理想的载体，寄托其对美好人性的追求与向往。 
尽管湘西在现实中逐渐瓦解，沈从文仍以文字守护其精神价值。他笔下的湘西既是真实的故乡，也

是象征的乌托邦，这一双重性使其作品兼具地域特色与普遍意义。在湘西，沈从文比在城市拥有更多的

归属感，这使得沈从文在书写湘西时不仅仅只是对风物的记录，对自然地理的探寻，他还承担起了对湘

西的责任——也可以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但是他对湘西的书写不同于传统上位者的“规训”也不

同于以犀利的态度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因此使得沈从文不同于一些主流作家，所以他在很长一段时间

遭到冷遇。正如凌宇所言，沈从文“创造物中包含的现实课题及其某种‘现代’标记，以及由此体现的中

国现代作家的某种现代品格，都是以其‘个人的方式’实现的”([7]: p. 113)。 
他通过个人的审美体验与文化思考，抵达了民族命运的普遍关怀，实现了对个人焦虑的超越。 
沈从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不采取传统上位者的“规训”姿态，也不陷入绝望的悲观主义，而是

以温情的笔触揭示苦难，以诗意的语言表达批判。艾光辉指出，沈从文“有意隐去社会背景，淡化社会

矛盾，建造一个诗化的人性的‘神庙’，以唤起人们对人性美的向往与皈依”[14]。 
这种审美启蒙的方式，使其作品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始终保持希望与温暖，为现代文学提供了独特

的精神资源。 

5. 结语 

从《从文自传》到《湘行散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形象经历了从乌托邦建构到理性审视的显著变

迁。这一过程与其文化心理的演变密切相关：从初入城市时的自卑焦虑，到返乡后的启蒙自信，再到最

终的文化超越，沈从文通过湘西书写完成了自我身份的探寻与民族文化的反思。 
他的湘西既是地理故乡，也是文化符号，承载其对纯真人性的赞美、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对民族出

路的思考。尽管其作品中存在理想化与现实感的矛盾，但这种张力正是其文学价值的核心所在。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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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心理不仅是个体的，更代表了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转型中的普遍困境与探索，其意义远超文学领

域，触及文化认同、民族重建与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层议题。 
他对文化身份的思考、对现代性的反思、对人文精神的坚守，都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通过研究沈

从文，我们不仅能够理解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更能窥见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以及知识分子在历史变

革中的文化选择与价值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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